
　 浅析 “９·１１”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反恐政策中武力打击与和谈的交替

浅析 “９·１１”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反恐
政策中武力打击与和谈的交替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

宋志辉＊　李炜泽＊＊

【内容提要】　 “９·１１”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反恐政策在

武力使用问题上呈现打击与和谈交替的现象。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

家在接收到国际体系信号的刺激后经过国内中介变量的作用最终生成对外

政策。影响巴基斯坦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外部自变量因素主要是美国的

压力和恐情的变化。巴基斯坦军政双方各自的政策偏好和军政双方政治地

位的高低则是中介变量。双方的政策偏好主要取决于对于国家首要安全威

胁的认知，但也受自身的特殊利益及领导人认知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

移，美国因素对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影响逐渐减弱，恐情本身则成为最主

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关 键 词】　巴基斯坦　反恐政策　恐怖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　
塔利班

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０８／ｊ．ｃｎｋｉ．ｎｙｙｊ．２０２３．０２．０３

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市一清真寺遭自杀式炸弹袭击，造

成８４人死亡，近２００人受伤。此次袭击是自２０１４年白沙瓦军人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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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袭以来巴基斯坦遭到的最严重的恐袭。① 自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８日巴基斯坦

塔利班终止停火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接连发生针对军

队和警察的恐袭事件。夏巴兹政府在度过了近期政权更迭、自然灾害和经

济困难所导致的国内混乱后，正逐渐转变前任伊姆兰·汗政府遗留的和谈

政策而倾向于武力打击。纵观 “９·１１”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演变

可以发现，虽然其去极端化政策在不断完善，但是在武力使用上却不断在

打击与和谈之间循环。梳理巴基斯坦反恐政策演变脉络及其内在原因对于

理解巴基斯坦本轮反恐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梳理既往研究

巴基斯坦反恐政策文献的基础上，探究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反恐政策特点，

并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武力打击与和谈交

替运用的原因。

一、既有研究及其局限

美国在 “９·１１”事件后迫使巴基斯坦加入美国组建的反恐联盟及发动

阿富汗战争，深刻改变了巴基斯坦国内外的安全环境。自从２０１３年中巴经

济走廊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对于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研究也日趋增多。反

恐策略根据是否使用武力可分为武力打击和去极端化措施。武力打击指利

用军事手段直接消灭或抓捕恐怖主义分子，侧重于 “治标”。去极端化措施

指针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综合施策，抑制恐怖主义的滋生并降低其危害，

侧重于 “治本”。② 长远来看，治理恐怖主义最重要的是通过长久的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及政治和解进程来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但是当恐怖袭

击非常严重时，使用强有力的武力打击来快速抑制恐袭的发生亦必不可少。

除武力打击外，巴基斯坦也会试图通过和谈来与恐怖主义分子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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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学者托尔·布约格借鉴犯罪预防学理论，将治理恐怖主义的措施分为九类。这九项机

制是：１．建立规则，拒绝容忍暴力和恐怖主义；２．减少人们介入恐怖主义的原因和动力；３．通过

惩罚或其他负面结果的威胁抑制犯罪；４．制止有计划的恐怖主义袭击；５．对易受攻击的群体进行

保护以提高实施恐袭的难度；６．降低恐怖主义袭击的危害性；７．减少恐怖主义袭击回报；８．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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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恐怖主义活动。参见 ［挪威］托尔·布约格： 《恐怖主义犯罪预防》 （夏菲、李休休译），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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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外部刺激因素和国内因素两类，目前

学界的相关既有研究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关于外部刺激因素的研究

现有研究指出促使巴基斯坦在反恐政策中采取武力打击政策的外部刺

激因素是美国的压力和恐袭威胁上升两个方面。

美国对于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美

国对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影响主要有以下观点。首先，巴基

斯坦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入反恐战争并导致国内恐情恶化。“９·１１”事件

发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的武力打击威胁下对巴阿边境部落地区进行了打

击，以防止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分子逃入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军队的

行动遭到了部落武装的抵制。来自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分子与部落武装合流，

在部落地区形成了多个亲塔利班团伙。① 为回应美国压力，扎尔达里执政期

间巴基斯坦抓捕了一些阿富汗塔利班 （以下简称 “阿塔”）领导人。② 巴基

斯坦的军事政策受到美国压力的直接影响，当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反恐力度

表达不满时，巴基斯坦就加紧军事行动；当美国反应平淡时，巴基斯坦则

采取军事为辅的政策。③

其次，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利益并不一致，这导致双方在反恐合作

中龃龉不断。巴基斯坦视印度和阿富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巴基斯坦

选择与美国结盟主要是为了应对印度带来的安全威胁，两国在反恐目标和

反恐政策上的分歧导致两国纷争不断。④ 由于美国长期对巴采取实用主义态

度，巴基斯坦国内反美情绪严重，在部落边境地区反美比反恐更受民众支

持。⑤ 反恐战争导致巴基斯坦反美主义思潮不断高涨，反美主义与伊斯兰极

端主义相互加强导致巴基斯坦民众对于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疑虑重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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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巴基斯坦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

降低。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军方于２０１４年发动 “利剑行动”的根本原因

是美国撤军导致阿富汗局势有陷入混乱的危险，因此需要提前在西部边界

进行防备。①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于２０１１年私自行动击毙本·拉登以及误袭

巴基斯坦边防士兵哨所导致美巴反恐同盟名存实亡。随着美国亚太政策的

调整，两国都逐渐增强了在反恐和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②

恐情恶化往往会导致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巨大转变。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及２０１７年是巴基斯坦因恐情恶化调整反恐政策的重

要时间节点。“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穆沙拉夫政府因配合美国发动的反恐

行动导致国内恐情严重恶化，随后于２００４年开始试图与部落地区的极端势

力和谈。③２００７年发生红色清真寺事件后，穆沙拉夫政府放弃了和谈政策，

并开始大力围剿部落地区的极端主义组织。④ ２００９年，极端主义组织侵占

了距离首都仅６０英里的布内尔 （Ｂｕｎｅｒ），迫使扎尔达里政府放弃和谈政

策，转向武力打击。⑤ ２０１４年发生白沙瓦恐袭后，巴基斯坦军方对情况复

杂、极端主义组织众多的北瓦济里斯坦首次进行了围剿，体现了巴基斯坦

军政双方反恐的迫切心情。⑥ ２０１７年２月，拉合尔恐怖袭击案以后，巴基

斯坦再次发起 “镇压暴乱行动” （Ｒａｄｄ－ｕｌ－Ｆａｓａａｄ）。⑦ 从学界研究现状看，

既有研究对为何恐情恶化可能导致巴基斯坦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未进行深

入探讨，而且实际上各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巴基斯坦政府在面对恐情变

化时采取的措施是有所不同的。

（二）关于巴基斯坦内部因素的研究

军政关系是影响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首要内部因素。此外，伊斯兰因

素以及寻求 “战略纵深”的战略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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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国内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巴基斯坦的反恐呈现出军政双方共

同领导的情况，并且常常因为反恐政策偏好不同而出现冲突。既有成果对

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反恐政策选择进行研究后发现：纳瓦兹·谢里夫执政

初期出于优先发展经济的考虑试图采取和谈手段，但是视反恐为核心利益

的巴基斯坦军方并不愿与恐怖主义组织和谈；谢里夫政府执政初期，在军

政关系上颇为强势，因此能主导反恐政策。但是随着和谈的失败，其威望

下降，导致反恐主导权逐步被军方取得。① 纳瓦兹·谢里夫及其领导的穆盟
（谢派）在第三次执政前反对扎尔达里政府擅自出兵使巴基斯坦变为战场。②

２０１３年谢里夫第三次执政以来谢里夫家族与巴基斯坦军方之间相互尊重、

相互利用，并且谢里夫在执政初期兼任国防部长，③ 这也是谢里夫在执政初

期能够实行和谈政策的因素。伊姆兰·汗政府为推动印巴和解试图与克什

米尔地区的反印武装势力切割，但是军方却希望继续支持这些武装势力以

增加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筹码。不过伊姆兰·汗在执政初期与军方关系较

为和睦，其反恐政策得到了军方的支持。相比之下，纳瓦兹·谢里夫政府

推出的 《国家反恐行动计划》因为缺乏军方支持而收效甚微。④有学者认为，

２０１４年以来巴基斯坦军队持续武力反恐，也有借反恐立威、捞取政治资本

的考量。⑤总体而言，巴基斯坦政府、军方与极端主义组织三者之间的复杂

关系导致了巴基斯坦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的摇摆。⑥

巴基斯坦国内浓厚的宗教氛围为极端主义分子的产生及活动提供了空

间，包括政府和军方高官在内的众多民众同情塔利班等极端主义分子。⑦ 巴

基斯坦学者指出，巴基斯坦社会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而进行的 “好塔利班”

和 “坏塔利班”的区分是巴基斯坦军方选择性反恐的社会层面根源。一些

宗教政党甚至认为军方在部落地区的行动是为美国作战，认为恐怖主义问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伟：《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第１８～２４页。

唐孟生：《巴基斯坦反恐任重道远》，第４８～４９页。

冯威： 《谢里夫家族和巴基斯坦军方关系研究 （１９８８～２０１５）———兼论巴基斯坦文武关

系》，《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兰江、蒋颖：《巴基斯坦调整对印控克什米尔武装势力的政策———兼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

影响》，《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８８～９０页。

鲁力：《当前巴基斯坦反恐形势及面临的挑战》，《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９页。

张亚冰：《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的根源、特点及政府 “去极端化”策略研究》，《南亚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９４页。

肖建明、宗蔚：《“利剑行动”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命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２期，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题是美国入侵阿富汗的副产品而非巴基斯坦自己的问题。①

巴基斯坦国内寻求 “战略纵深”的战略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其反恐政策。

巴基斯坦同时面临西部地区的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和东部来自印度的压

力。里兹万·侯赛因 （Ｒｉｚｗａｎ　Ｈｕｓｓａｉｎ）认为巴基斯坦军方支持阿富汗境

内的伊斯兰势力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战略原因：伊斯兰极端主义者

不支持对巴基斯坦提出领土主张并且也反对与印度发展关系。② 巴基斯坦军

方在发动军事打击行动时，会提前通知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极端主义组织。③

即便是在２０１４年白沙瓦恐袭之后的 “利剑行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Ｚａｒｂ－ｅ－Ａｚｂ）

中，巴基斯坦军方也仍然存在选择性反恐的问题，驱散而非歼灭与军方有

密切关系的极端主义组织。④

总的来看，国内外有关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的研究重在研究巴基斯坦恐怖

主义泛滥的原因、恐怖主义现状、危害特别是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危害及梳

理各个阶段巴基斯坦政府的反恐政策，对于巴基斯坦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影

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现有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不足。首先，缺乏系

统的分析框架，分析过程中各项影响因素的特设性明显。具体体现是为了解

释某次重大的政策转向便会着重强调某一因素的影响，而没有论及其他因素

的影响，缺乏对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综合作用的分析。其次，对于各项影响因

素随时间的变化分析不足。美国影响、恐袭危害程度、军政双方对恐怖主义

危害的认知以及军政关系等因素在二十年间对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影响存在

消长，但是现有研究论述尚不充分。最后，对于伊姆兰·汗政府采取的和谈

政策以及近期夏巴兹·谢里夫政府正在进行的反恐政策的研究仍较为少见。

鉴于此，本文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整合各影响因素来分析巴基斯

坦反恐政策如何选择采取武力打击还是和谈政策。在反恐政策的时间段划

分上，不采取传统的以不同政府为阶段的划分方式，而是按照外部影响因

素的变化进行划分，同时也将伊姆兰·汗政府及夏巴兹·谢里夫政府的反

恐政策纳入分析范围。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Ａｂｄｕｌ　Ｂａｓｉ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Ｖｏｌ．４，Ｎｏ．９，２０２０，ｐｐ．１５－１６．

Ｒｉｚｗａｎ　Ｈｕｓｓａｉ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Ｆａｒｎｈａｍ：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２００５），ｐ．７９．

李伟：《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第２３页。

鲁力：《当前巴基斯坦反恐形势及面临的挑战》，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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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影响因素分析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出现的分析国家对外决策及

国际关系的一个中层理论。相较于强调国内政治因素的古典现实主义和

强调体系结构因素的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环境因素和国

内因素均纳入考量，因而有着更为完善的分析框架和更强的解释力。对

于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分析必须同时分析美国压力、恐情

变化、巴基斯坦军政双方对于威胁的认知及军政双方的地位关系等多种

因素，采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厘清这些因素之间的

作用逻辑。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对外决策的主要观点

里普斯曼 （Ｎｏｒｒｉｎ　Ｍ．Ｒｉｐｓｍａｎ）等人在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

论》一书中总结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近年来的发展成果。关于国家的目标，

他们强调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除了会感受到威胁，也会感受到机会。

国家的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消极应对或者先发制人，也可能是接

收到机会信号后的主动扩张，其目的不再仅限于安全，而是更为多元化。

在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认为国际环境是进攻性

或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的那样一定是安全稀缺或者安全充裕的情况，而是

强调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模糊不清的，会随着时间变化，并需要决策者

去判断，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国际环境的清晰度和约束性两个概念。

清晰度指的是国际体系给国家呈现出的信号的清晰程度，由三个方面构成：

（１）威胁和机遇是否明确 （２）时间范围信息是否明确 （３）不同应对政策

的优劣是否明确。当以上三者尤其是第三点政策应对明确无误时，称为国

际环境具有高清晰度。国家面临的威胁或者机遇越迫在眉睫，威胁越严重

或机遇越诱人，则国家的战略环境越具有约束性，反之则国家具有的国际

环境越具有包容性。①

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是国家接收到国际体系层面的刺激即自变量

后，经过国内因素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最终生成对外政策即因变量。一

般而言，国家的行动应当遵循国际体系的信号并根据信号的要求采取合适

５４

①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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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但是国家的理性是有限的，能够调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国内因

素即中介变量可能会加强、传导、抑制甚至反转国际体系信号的影响。①新

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的国内中介变量主要包括决策者特质、战略文化、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内制度四点。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国内制度的根本

特征，② 国内制度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呈现。

根据国际体系环境清晰度的高低和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包容性还是

约束性可以将国际环境分为以下四类。

表１　新古典现实主义划分的四类国际环境

高清晰度 低清晰度

约束性环境 第一类国际环境 第二类国际环境

包容性环境 第三类国际环境 第四类国际环境

　 　资料来源：［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１页。

第一类国际环境即高清晰度约束性国际环境，指的是国家面临着十分

明确且迫在眉睫的危险或者转瞬即逝的机遇。此时国际体系信号十分明确，

国家有明确的最佳应对之策。这种情况通常会要求决策者当机立断，因此

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位置。第二类国际环境即低清晰度约束性环

境，指的是国家面临着明确危险或者明确的潜在机遇，但是国家并不确定

应对威胁或抓住机遇的最佳政策，因此对外政策的确定就十分依赖于国内

因素。此外在第一和第二类国际环境下，约束性的国际环境要求领导人快

速做出决策，导致社会因素来不及发挥作用，领导人意象和战略文化将成

为主要的中介变量。第三类国际环境即高清晰度包容性国际环境，指的是

国家有着明确的最佳对外政策，但是并不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或者转瞬即

逝的机遇。此时国际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将共同作用决定一国的对外政策。

国家虽然能够意识到其最佳对外决策，但是受制于国内因素的影响可能并

不能完全执行此政策。③ 第四类国际环境即低清晰度包容性环境，指的是国

６４

①

②

③

陈志瑞、刘丰编： 《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３页。

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外交评论》，２００９年

第５期，第１４４页。

新古典现实主义中关于国家面对威胁却制衡不足和面对较小威胁却过度动员的研究便是针

对此种情况。可参考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外交评

论》，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３６～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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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并不面临明确的危险或者潜在机遇，国家也并不清楚其最佳对外政策是

什么。① 此种情况下，国际体系并不具有约束性，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

机会充分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国际体系的信号也不明确，因此国内的四

组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制定发挥很大的作用。②

（二）影响巴基斯坦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的主要因素

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分为武力打击政策和去极端化政策。去极端化政

策主要涉及社会治理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由巴基斯坦政府主导。而武力打

击主要由巴基斯坦军队负责，因此武力打击策略的采用受到军政双方博弈

的影响。综合来看，武力的使用取决于巴基斯坦军政双方的政策偏好，而

政策偏好主要基于对安全威胁以及当前国家优先事项的认知。巴基斯坦军

政双方的特殊利益也可能对反恐政策偏好造成影响。当双方认知不一致时，

反恐政策又取决于双方的地位关系，而巴基斯坦民选政府往往在执政初期

地位较高，得以自主选择和谈政策。

由于政府和军队优先议程的不同，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在反恐问题上

有着不同的偏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军队在武力打击

问题上的态度取决于对于国家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的认知。巴基斯坦军方

长期以来以应对东部的印度威胁和防止阿富汗民族主义分子借普什图尼斯

坦问题危害西部边境为首要任务，与地区极端主义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因此巴基斯坦军方在反恐战争初期并不愿意主动打击恐怖主义分子。

但是随着国内恐情的升级，至迟到２０１３年巴基斯坦军队已经明确将国内恐

袭威胁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③ 此后军方态度转向坚决武力打击。２００８
年８月穆沙拉夫军政府下台以后的历届巴基斯坦政府是需要应对选举压力

的民选政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各政党能否获得选票的关

７４

①

②

③

美国在苏联解体至 “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前便面临此种国际环境。彼时的美国在赢得冷战

后并不面临任何明显威胁，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已是无可置疑的世界霸主，也不面临进一步

提升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的明显机遇。随着本·拉登于１９９８年袭击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

使馆及国际范围内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美国才逐渐意识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也仍未将恐怖

主义视为需要全力以赴应对的迫切威胁。

［加］诺林·里普斯曼、［美］杰弗里·托利弗、［美］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９～５０页；王恩泰：《新古典

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趋势》，吉林大学２０１７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２１～２２页。

周明：《论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对阿富汗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 《南亚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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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因素，因此各民选政府在执政初期往往倾向于实行和谈政策以求得在短

时间内快速改善安全形势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此外民选政府也不

希望军队借反恐军事行动而获得政治影响力。在两者的关系上，通常军方

不能公开反对民选政府的决定，只有在获得了民选政府的许可后才会发动

大规模军事行动。上台初期的民选政府往往因为是民众的合法代表而地位

较高，会自主选择和谈的反恐政策，只有当重大恐袭事件发生导致民情激

愤或者局势难以通过非武力手段解决时才愿意由军方武力反恐。

恐袭威胁上升意味着应当立刻对恐怖主义分子采取武力打击行动。但

是从现实来看，巴基斯坦军方对于恐袭次数的上升更为敏感，而民选政府

则难以从恐袭次数上升的趋势中识别恐袭威胁的上升，需要等到发生重大

恐袭事件后才会意识到这一点。这表现为重大恐袭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

政府的反恐政策才会发生大幅转变，而难以在恐袭次数上升之初就转变反恐

政策。巴基斯坦最初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入反恐战争，美国的压力对于
“９·１１”事件后十几年中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有着决定性影响。伊斯兰文化

以及巴基斯坦民众的反美情绪等因素虽然对其反恐政策有影响，但并不是

决定性因素。

因此本文选取美国的压力和恐袭威胁作为自变量，巴基斯坦军政双方

对于威胁的认知及军政双方的地位关系作为中介变量，运用新古典现实主

义理论分析自 “９·１１”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变化。本

文的基本逻辑为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属于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而巴基

斯坦面临的安全威胁包括印度、阿富汗因素所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

主义问题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两方面。巴基斯坦军政双方在反恐政策

中的政策偏好主要基于对国家首要安全威胁的认知，但是也受到党派利益、

领导人政策偏好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压力和恐袭威胁的变化会向巴基斯

坦军政双方发出是否应该使用武力反恐的信号，巴基斯坦军政双方可能正

确识别恐袭信号并做出相应的决定，也可能因为自己的政策偏好而一定程

度上忽视信号。重大恐袭事件的发生会传达出恐袭威胁上升的清晰信号，

同时民众的压力也促使巴基斯坦军政双方采取强力措施回应恐袭事件，因

此重大恐袭事件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军政双方的反恐政策往往发生重大转变。

三、美国压力主导时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巴基斯坦在美国压力的主导下被动反恐。美国在 “９·１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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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后为迫使巴基斯坦采取反恐措施不惜发出战争威胁，给巴基斯坦传递

了清晰的国际信号，极具约束性的国际形势迫使巴基斯坦只能加入反恐战

争。虽然这段时间恐袭威胁日渐严重，但是恐袭事件仍主要集中在部落地

区，并未引起巴基斯坦军政双方的重视，巴基斯坦军政双方的政策以寻求

和解为主。

（一）“９·１１”事件前巴基斯坦的局势及反恐政策

巴基斯坦在 “９·１１”事件后深陷恐怖主义泥潭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

因素根源。从外部环境看，巴基斯坦受到外部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二战

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群众对社会状况、本国政府、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全球化有着强烈的不满和被剥夺感。以伊朗 “伊

斯兰革命”为标志，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全球，该运动和各伊斯兰国

家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刺激了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组织的出现。① 在南亚

地区，近代历史上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的冲突是造成印巴分治的根本

原因，而印巴分治之后，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印巴两国之间的矛盾。

印巴之间的长期对抗给巴基斯坦带来沉重的负担，社会各层面积累了广泛

的矛盾和不满情绪，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复兴也进一步刺激了巴基斯坦

穆斯林思想的极端化。而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在此时兴起，两种宗

教思潮互相影响、互相加强。１９７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抗苏 “圣战”使

得阿富汗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分子，还有数百万难民涌入巴基

斯坦境内，其中不少极端主义分子混杂其中，给巴基斯坦带来了边境管控、

毒品及枪支泛滥、极端思想传播等多方面挑战。②

从国内局势看，巴基斯坦国内存在严重且复杂的发展问题。巴基斯坦

建国的理论基础是 “两个民族”理论，即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是不同的两

个民族，双方无法共存于一个国家之内。③ 但是伊斯兰教信仰并不能掩盖巴

基斯坦国内各民族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叠

加了东巴与西巴之间以及西巴的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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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闫文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西北工业大学２００６年博士学位论

文，第１４～１５，３６，４２～４７页。

罗怿：《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及其安全挑战》，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

期，第１２８～１３１页。

汪长明：《“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巴分治》， 《延边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

第４期，第３８页。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同民族之间的阶级差异。刚刚建立的巴基斯坦在政治体制、国家认同、经

济发展等多方面还没有稳定下来就面临着内部严重的民族矛盾以及印度从

外部带来的巨大压力。以上种种因素导致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十分强调伊

斯兰教认同，希望以此压制民族之间的矛盾。从地区上看，西北边境地区

和俾路支省的部落地区，国家认同差，经济发展落后，部落地区不受政府

管制，并且因为边境管控不力而受到境外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的

渗透。同时官民矛盾、民族矛盾、教派冲突严重，因而极易滋生恐怖主义。

俾路支人对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很差，因地方自治权不够大而不满，但是

在全国范围内旁遮普人势力独大而导致俾路支人的利益受到忽视，这促使

俾路支人通过民族主义运动来维护本民族利益。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也导致民众不满，进而激化了巴基斯坦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民族、地域、

教派矛盾，使得巴基斯坦内部局势不稳，极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①

“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前，巴基斯坦国内的极端主义势力和俾路支分离

主义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巴基斯坦面临的恐袭威胁十分严重。巴基斯坦政

府虽然意识到了恐怖主义的巨大威胁，但是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便把防范

印度带来的安全威胁以及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以及首要

战略考量，打击极端主义势力并非巴基斯坦的迫切任务。而且在极端主义

势力并没有以巴基斯坦政府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情况下，贸然对其进行武力

打击反而会导致极端主义势力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敌视以及国内安全局势短

时间内严重恶化，因此维护巴基斯坦国家利益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经济社会

发展和综合的去极端化措施来渐进地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而非简单的军事

打击。正是出于此种认知，巴基斯坦政府在 “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前虽然也

出台了反恐措施，但措施并不严厉，尤其是不强调使用武力打击。

（二）美国的巨大压力导致巴基斯坦被迫武力反恐

如前所述，“９·１１”事件前巴基斯坦出于国家利益考量没有意愿主动

打击国内的极端主义势力。巴基斯坦军方与众多极端主义组织关系密切，

也并不愿意打击极端主义组织。② 但是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巴基

斯坦施加了巨大压力，甚至不惜进行战争威胁，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是十

分清晰的外部信号。巴基斯坦也因此面临着极具约束性的国际环境：不加

０５

①

②

管银凤：《巴基斯坦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９年第９期，第３４页。

由于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８年８月巴基斯坦政府由军事强人穆沙拉夫领导，因此这一时期

在反恐问题上巴基斯坦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军方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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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美国的反恐阵营，巴基斯坦有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以及全面制裁的风险，

而加入反恐阵营则可以获得美国的援助并取消先前因为核试验和军事政变

而遭受的制裁。此种情况下，虽然巴基斯坦国内宗教势力仍反对加入美国

的反恐阵营，巴基斯坦国内反美情绪严重且军方与极端主义组织关系密切，

穆沙拉夫政府也试图维持与国内宗教势力的关系以稳固统治，但是严重的

外部约束性环境导致上述阻碍穆沙拉夫政府采取武力打击政策的国内因素

难以发挥作用。在美国开始攻打阿富汗后，巴基斯坦通过向美国开放领空、

提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允许美国利用巴基斯坦的领土实施情报搜集工

作、在本国边境地区部署了重兵以防止阿富汗境内的武装分子逃到巴基斯

坦境内等方式对美国提供了帮助。① 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１日，穆沙拉夫在演讲中

宣布，将不再支持包括克什米尔圣战组织在内的极端主义势力的活动。② 圣

战者和极端主义势力将此看作巨大的背叛，巴基斯坦政府和安全部队被极

端主义组织视为美国的帮凶因而受到的袭击激增。③巴基斯坦于２００２年６月

开始实施 “正义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Ｍｉｚａｎ），继续清剿盘踞在联邦直辖部

落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残余力量。④ ２００３年，巴基斯坦军队开进部落区，

被部落武装视为对其自治权的侵犯，穆沙拉夫取缔国内一些宗教极端主义

组织的行为也引发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嫉恨，一些地区非法武装开始将枪

口转向巴基斯坦政府，同年发生了两起刺杀穆沙拉夫的恐袭。

２００３年开始国内外局势发生变化，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巴基斯坦政府开

始采取绥靖政策。外部刺激因素方面主要是美巴关系的好转以及国内恐袭

威胁的上升。一方面，美巴之间已经形成反恐同盟，巴基斯坦不再面临美

国军事打击的威胁。此外，美国于２００３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分散了美国

的精力。另一方面，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巴基斯坦国内恐袭数量激增，巴基

斯坦国内发展受到巨大影响。这意味着巴基斯坦依然面临着约束性的国际

环境，但是体系信号却变得模糊，具体是继续武力打击还是寻求和谈取决

于巴基斯坦国内变量的影响。巴基斯坦政府认为美国将在不久后从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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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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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良：《崩而不溃的非传统联盟———美巴准联盟关系分析》， 《南亚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

期，第８６页。

刘红良：《崩而不溃的非传统联盟———美巴准联盟关系分析》，第８６页。

孔亮：《恐怖主义 “洼地效应”与巴基斯坦的反恐策略》，《南亚东南亚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２

期，第９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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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军，因而认为可以推进与极端主义分子的和谈以避免局势的恶化。由于

恐袭主要发生在远离巴基斯坦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部落地区，因此虽然恐

情日益恶化但巴基斯坦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坚持武力打击极端主义分子的必

要性，反而认为达成和平协议才能尽快恢复国家的稳定。于是巴基斯坦政

府开始寻求与当地武装签署和平协议，希望外国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

主动投降，巴基斯坦政府将对其给予优待。２００４年，巴基斯坦军方同南瓦

济里斯坦地区的武装分子达成和解协定，２００６年９月和２００７年３月，巴基

斯坦军方先后与北瓦济里斯坦和巴焦尔地区的武装组织达成了和平协议。①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的上述政策却导致美国怀疑巴基斯坦是否尽心尽力

反恐，并且极端主义分子在停战期间对巴阿边境地区原有的部落管理体制

不断破坏，暗杀反对他们的部落领袖和长老，并壮大自己的势力。② 南瓦济

里斯坦的马哈苏德 （Ｍｅｈｓｕｄ）部落和瓦兹尔 （Ｗａｚｉｒ）部落先后走上反抗

巴基斯坦政府的道路，整个巴基斯坦联邦部落区都逐渐塔利班化，③ 特别是
“红色清真寺事件”的发生传递出了恐袭威胁上升的明确信号。④ 穆沙拉夫

政府意识到了恐怖主义的危害后与国内的宗教极端势力决裂，并于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在斯瓦特 （Ｓｗａｔ）地区发起了军事行动，⑤ 但此时穆沙拉夫政府的任

期已经接近尾声，难以再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扎尔达里上台初期，民选政府较高的权威使得扎尔达里政府得以主导

反恐政策。外部刺激因素方面，美国政府面临换届，短时间内难以在反恐

问题上对巴施压。而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的 “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

新战略更加倚重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的作用，寻求通过援助来诱使巴基

斯坦加大反恐力度，⑥ 美国的政策让巴基斯坦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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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东、晏世经：《转型中的巴基斯坦》，第１５９页。

陈继东、晏世经：《转型中的巴基斯坦》，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塔利班化的基本含义是极端主义组织在一国内部实行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和政治统治，借

助武装割据和与境外极端宗教势力的国际合作，执行复古、反现代、反西方的极端政策的现象。王

联：《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１５页。

２００７年以来，盘踞在巴基斯坦首都的红色清真寺内的恐怖主义分子不断在首都发起恐怖

袭击及制造骚乱，军方被迫突袭行动，事件造成９人死亡，１５０多人受伤。该事件导致巴基斯坦境

内出现了新一轮的恐袭狂潮，部落地区的武装分子宣布不再遵守瓦济里斯坦协议，绥靖政策彻底破

产。参见王联：《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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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巴基斯坦政府可以自主决定短期内的反恐政策。恐怖主义的威胁此时已

经十分严重，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已经基本 “塔利班化”，巴基斯坦塔利班
（以下简称 “巴塔”）也已经成立。虽然恐怖主义分子在部落地区以外发动

恐袭的能力依然有限，但是正积聚力量寻求向外扩张，此时实际上是重拳

出击打击部落地区极端主义势力并防止恐怖主义外溢的关键阶段和最后时

机。但是扎尔达里政府没有正确识别此时恐袭威胁上升的信号，没有意识

到与恐怖主义分子的和谈难有成效，仍决定寻求和解。扎尔达里将他的反

恐政策表述为三点，即与愿意放下武器并和平共处的人和睦相处，对拒绝

放下武器并继续发动袭击和挑战政府权威的人使用武力，努力发展部落地

区的经济。① 这表明，此时扎尔达里仍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化解恐怖主义威

胁，并通过经济发展来抑制恐怖主义活动，没有下定决心使用武力进行大

规模围剿。

四、美国压力与恐袭威胁共同作用时期

２００９年极端主义组织侵占布内尔后，巴基斯坦政府意识到恐袭的巨大

威胁才逐渐开始主动反恐。随后的数年间巴基斯坦恐情空前恶化，恐袭次

数、遇难人数等均达到顶峰。特别是２０１４年白沙瓦恐袭使得巴基斯坦军政

双方达成共识，应使用武力应对恐袭威胁。由于美国寻求从阿富汗脱身，

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以及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关注不断下降。这段时期巴基

斯坦武力反恐外部影响因素的主要变动是美国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和恐情

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

（一）局势变化迫使扎尔达里政府武力反恐

虽然扎尔达里提出的反恐新政策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巴基

斯坦的国内恐情以及国际压力迫使扎尔达里政府采取军事手段回应国内外

关切。

扎尔达里执政后，恐怖主义组织 “执行先知穆罕默德法典运动”

（Ｔｅｈｒｅｋ－ｅ－Ｎｅｈｆａｚ　Ｓｈａｒｉａｔ－ｅ－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ｉ，ＴＮＳＭ）没有遵守２００９年２月与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政府达成的协议，于４月将势力扩张到距离首都伊斯

３５

① 谢许谭、张明：《“扎尔达里时代”美巴反恐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

坛》，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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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堡仅６０英里的布内尔。① 恐怖主义分子在部落地区不断发展，随后完全

控制了南瓦济里斯坦，恐怖主义分子的猖獗活动使巴基斯坦举国哗然。奥

巴马政府出台的 “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将巴阿边境地区列入打击范

围，主要手段是由美国进行大量的无人机空袭，巴基斯坦军队则配合进行

恐怖主义组织的地面清剿。此时扎尔达里政府才正确识别了恐情恶化和美

国压力的明确信号，意识到依靠和谈难以解决问题，决心采取军事行动强

力反恐。巴基斯坦政府的政策转变也使得军方重新得以影响巴基斯坦的反

恐政策。自２００９年 “拯救之路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ｈ－ｅ－Ｎｉｊａｔ）起，巴基斯

坦军政双方先后开展了多次军事行动以夺回南瓦济里斯坦。这导致巴基斯

坦西部部落地区直接成为反恐战争的战场，巴基斯坦国内恐情短时间内快

速恶化。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激烈交战导致２００９年的恐怖

袭击伤亡人数达到了反恐战争开始以来的新高，全年各类恐袭共造成１１７０４
人死亡。② 但是此时虽然巴基斯坦面临着恐袭的严峻威胁而处于约束性的国

际环境，但是两种外部刺激信号却给出了矛盾的指向，导致体系信号并不

清晰。国内恐情的恶化是促使巴基斯坦军政双方主动反恐的因素，但是从

国际局势来看，奥巴马在上台后宣布要在２０１４年之前从阿富汗完成撤军，

这却刺激巴基斯坦军政双方继续与极端主义组织寻求和解。在体系信号不

清晰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军政双方的认知成为决定反恐政策的重要因素。

巴基斯坦政府虽然决定武力反恐，但军政双方此时仍然认为印度和阿富汗

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因此出于自己的认知决定继续奉行 “两面政策”。③

从这一政策的具体实行来看，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政府负责应对国内外舆

论压力和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军方则一方面对巴阿边境地区的极端主义分

子发动军事围剿，另一方面暗中为在阿富汗活动的极端主义分子提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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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继东、晏世经：《转型中的巴基斯坦》，第１５６～１６０页。

张家栋、韩流：《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状况及发展趋势》，第１０３页。

“两面政策”指的是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一方面迫于美国压力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另一

方面有意维持与一些不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关系。战略纵深思想在巴基斯坦政府和

军队之中均有很大影响力，巴基斯坦政府也默许了军方的行动。当巴基斯坦军方因为与极端主义组

织接触而受到指责时，巴基斯坦政府会出面在国际场合辩解。军政双方在维持与对己有利的极端主

义组织 （巴基斯坦所称的 “好塔利班”）的关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有区别的只是面对针对巴基斯

坦发动恐袭的极端主义组织 （巴基斯坦所称的 “坏塔利班”）时是武力打击还是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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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金支持。①

相较于对在南瓦济里斯坦盘踞的 “巴塔”进行多次围剿，巴基斯坦军

政双方对待盘踞在北瓦济里斯坦的哈卡尼网络 （Ｈａｑｑａｎ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ＨＱＮ）

的态度便是 “两面政策”的很好例证。哈卡尼网络是 “阿塔”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巴阿边境地区长期经营，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恐怖主义网络，对

美国驻阿部队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安全部队发动了多次袭击。在
“９·１１”事件后，围绕如何对待该组织，美巴之间存在严重矛盾。美国希

望巴基斯坦严厉打击该组织，而巴基斯坦军政双方却认为维持该组织的存

在对己有利并加以保护。有学者表示，巴基斯坦可以借助该组织维持对
“巴塔”、“阿塔”和其他部落地区极端主义组织的影响力，并实现其国家利

益。② 扎尔达里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极力劝说巴基斯坦政府出兵北瓦济里斯

坦，但几度遭到拒绝。当巴基斯坦迫于形势计划发动对其境内北瓦里济斯

坦和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时，哈卡尼网络又暗中受到保护。作为回报，哈

卡尼网络帮助巴基斯坦增强对于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控制。③ 面对巴基斯坦

的不配合，美国于２０１０年加大了在联邦直辖部落区的无人机空袭力度。美

国多名官员曾严词指责过巴基斯坦的这种 “两面政策”，但是由于需要巴基

斯坦的后勤支持以及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问题上配合的原因，美国不会为

了这个原因而冒着美巴关系受损的风险对巴基斯坦严加制裁。④

（二）恐情恶化迫使巴基斯坦军政双方态度改变

巴基斯坦政府的 “两面政策”导致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不信任感日益加

深。美国在发现本·拉登的踪迹后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２日闯入巴基斯坦领土将

其击毙，引发了严重的美巴外交纠纷。美国、印度、阿富汗等国纷纷出现

指责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的声音。巴基斯坦国内的极端主义势力也发动

了一系列报复性袭击活动，致使２０１１年以来巴基斯坦的恐袭事件暴增。国

际指责的加剧和恐袭的暴增传递出了应当立刻严厉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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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ｔｔ　Ｗａｌｄｍａｎ，“Ｔｈｅ　Ｓｕ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ＩＳＩ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ｓ，”Ｃａｒ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ｉｌｅｓ．ｅｔｈｚ．ｃｈ／ｉｓｎ／１１７４７２／ｄｐ％２０１８．ｐｄｆ

安高乐：《从非传统国际格局看美巴关系中的哈卡尼网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

科版）》，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刘伟：《哈卡尼网络》，《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２０年第９期，第３０页。

朱永彪、魏丽珺：《周边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巴阿局势》， 《南亚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

５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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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号。巴基斯坦军方逐渐意识到国内恐情紧迫，将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

与印度竞争逐渐转向处理国内威胁。２０１２年巴基斯坦军方继续发动反恐行

动，但是由于 “巴塔”等势力避免与政府军正面作战，巴基斯坦政府和军

队也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全力反恐，因此巴军所取得的成果较为有限。① 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新上任的陆军参谋长拉希勒·谢里夫 （Ｒａｈｅｅｌ　Ｓｈａｒｉｆ）正确识别了

恐袭威胁上升的信号，对推动巴基斯坦军方对于反恐问题的态度转变起到

了关键作用。他上任后表示巴军将不再区分 “好塔利班”和 “坏塔利班”，

将立刻铲除任何恐怖主义组织。② 但是在２０１３年５月纳瓦兹·谢里夫第三

次出任总理后，新一届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和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仍选择

了和谈政策。进入２１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快速发展，而巴基斯坦则继续深

陷经济增长乏力、政治社会动荡的泥潭之中，至２０１３年谢里夫上台时，印

度在ＧＤＰ、军费开支、国际影响等各方面相对于巴基斯坦均已具有显著优

势。谢里夫出于印巴竞争的考虑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希望继续维持
“两面政策”并定下了和解战略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巴塔”也与谢里夫

政府保持了一定默契，较少在谢里夫的大本营旁遮普省发动袭击，因此谢

里夫出于党派利益的考虑也希望继续与 “巴塔”和谈。③ 从军政双方地位的

角度看，在后穆沙拉夫时代，谢里夫家族与巴基斯坦军方相互利用、相互

尊重，谢里夫上台初期受到民众广泛支持并且兼任国防部长一职，相较于

军方在反恐问题上也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得以在执政初期推行和谈政

策。④和谈持续到２０１４年６月，但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和 “巴塔”的目标差距

过大，谈判最终失败。

五、恐情变化主导时期

２０１４年以来随着美国注意力逐渐转向大国竞争以及美巴反恐联盟关系

的削弱，美国因素对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小，恐情变化则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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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陈继东、晏世经：《巴基斯坦报告 （２０１２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７～

６１页。

周明：《论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对阿富汗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 《南亚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第６９～７０页。

李伟：《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１９页。

冯威： 《谢里夫家族和巴基斯坦军方关系研究 （１９８８～２０１５）———兼论巴基斯坦文武关

系》，《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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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外部刺激因素。在此期间，巴基斯坦军方率先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国

家安全的巨大危害并倾向于武力反恐。２０１４年白沙瓦军人子弟学校恐袭案

的发生是巴基斯坦反恐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此次恐袭之后巴基斯坦军政双

方真正认识到恐袭威胁的紧迫性。２０１８年伊姆兰·汗上台时巴基斯坦国内

恐情已大大缓解，这使得伊姆兰·汗有了根据自己的政策偏好推行新一轮

和谈政策的包容性外部环境。但是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和谈最终失败，恐情也

在２０２１年８月阿塔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以来愈演愈烈。夏巴兹政府面对恐情

变化所传递的信号重新转向武力反恐。

（一）谢里夫政府转向武力反恐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是巴基斯坦政府下定决心全力反恐并主动综合施策的时

期。谢里夫政府本来力求实现与 “巴塔”的和谈，但到２０１４年之后与恐怖

主义组织谈判的失败以及一系列重大恐袭事件的发生促使巴基斯坦政府转

向武力反恐。恐袭次数上升是恐袭威胁上升的实质内涵，而重大恐袭事件

的发生则是恐袭威胁上升的明确信号。虽然巴基斯坦国内恐袭数量于２０１３
年达到了顶峰，但是并没有发生类似于真纳国际机场恐袭案和白沙瓦军人

子弟学校恐袭案这样震动巴基斯坦朝野上下、引发民众强烈义愤的重大恐

袭事件，也没有形成迫使巴基斯坦军政双方强力反恐的强大民意，因此巴

基斯坦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反恐以及随后部分放弃 “两面政策”

是在２０１４年白沙瓦恐袭事件后实现的。

２０１４年６月８日，真纳国际机场遭恐袭并导致２８人死亡，标志着和解

政策的彻底失败。自 “９·１１”事件以来，出于多方面考量，巴基斯坦始终

未对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发动过军事打击，但此次恐袭之后，巴基斯坦军方

出动重兵对该地区进行了重点打击。① 但巴基斯坦军方的行动没有得到杜兰

线另一侧阿富汗政府的帮助，大量武装分子可以越过杜兰线进入阿富汗境

内避难，这些原因导致行动的整体效果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 “巴

塔”。② 恐怖主义分子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对白沙瓦的一所军人子弟学校发

动了报复性袭击，造成了至少１４１人死亡且其中大部分是学生。③ 此次恐袭

从两方面改变了巴基斯坦国内对于恐怖主义的认知。在民众方面，此次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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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巴基斯坦反恐战略的调整》，第１９～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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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之前巴基斯坦国内普通民众甚至高级官员之中都存在着大量同情 “巴塔”

的声音。巴基斯坦政府长期以来能够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实行 “两面政策”

有其国内民意基础，比如认为只有袭击政府和平民的塔利班分子才是 “坏

塔利班”，其他的塔利班分子则是 “好塔利班”。① 巴基斯坦社会浓厚的反美

情绪也加深了民众对于塔利班式组织的同情。此次恐袭事件中一百余名无

辜孩童遇难，强烈刺激了巴基斯坦民众，直接扭转了巴基斯坦国内支持和

谈的舆论倾向。在政府方面，谢里夫政府也意识到了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

的巨大危害，在国家安全威胁与反恐政策上开始采取与军方一致的立场。

国内认知因素的转变加强了外部刺激信号的作用，谢里夫政府在此次恐袭

后迅速出台了包括 《国家反恐行动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在内的一

系列重大政策以求实行对恐怖主义的综合治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一致

对政治领导层通过的 《国家反恐行动计划》表示欢迎，此次恐袭事件使得

巴基斯坦全国上下都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的巨大危害。②

谢里夫政府在对恐怖主义的打击范围和打击手段上均全面升级。在打

击范围上，军事行动范围从南、北瓦济里斯坦及开普省扩展到巴基斯坦全

境，打击对象不再区分 “好塔利班”和 “坏塔利班”，包括主要在阿富汗发

动恐袭的哈卡尼网络和以印度为主要袭击目标的虔诚军 （ＬｅＴ）等各类极

端主义组织均在打击范围之内。在打击手段上，巴基斯坦军政双方愈加注

重综合施策，重拳出击打击恐怖主义。此后数年间巴基斯坦的恐袭次数和

恐袭死伤人数逐年减少。但是总体来看，在谢里夫任内，由于在国家层面

缺乏对 《国家反恐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有效监督，并且巴基斯坦面临的

恐怖主义问题有其深刻复杂的国内国际根源，仅靠一时激进的政策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该计划取得的进展较为有限，并且谢里夫任内很多方面

的改革措施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入。③ 实际上，出于对

白沙瓦恐袭案的义愤而短时间内出台的激进反恐措施反而造成了抓捕人数

８５

①

②

③

肖建明、宗蔚：《“利剑行动”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命运》，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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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对阿富汗难民造成影响等一些社会问题。①

（二）伊姆兰·汗政府再次寻求和谈

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２年期间，由于恐袭威胁弱化以及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转

变，国际安全考量压过国内恐袭威胁重新成为巴基斯坦制定国家安全政策

的首要因素。巴基斯坦军方意识到阿富汗给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

但是伊姆兰·汗个人的政策偏好及认知成为反恐政策的主导因素。

在恐情方面，２０１４年以来巴基斯坦恐怖威胁便逐渐减缓，特别是伊姆

兰·汗执政以来，虽然恐袭事件仍时有发生，但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继续

呈好转趋势。在国际环境方面，２０２１年８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及 “阿塔”

在阿富汗的重新掌权使得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机遇

是伊姆兰·汗政府有望借助 “阿塔”和 “巴塔”在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来

促进和谈，挑战则是如果 “阿塔”不能掌控好阿富汗局势，阿富汗有可能

再次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的温床，并危害巴基斯坦。安全局势的好转使得巴

基斯坦所处的外部环境逐渐好转，伊姆兰·汗政府得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推

行反恐政策，但是体系信号并没有指明巴基斯坦政府面对阿富汗局势以及

恐情变化应采取的最佳政策。巴基斯坦军方意识到危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

义组织大多都藏匿在阿富汗境内，并力图通过加强对巴阿边境地区极端主

义组织的打击以及边境的管理防范恐袭威胁。② 巴基斯坦军方于２０１７年到

２０２１年展开了 “消除混乱”行动，行动期间巴基斯坦军方在各省均开展了

数万次基于情报的特别行动。③但是伊姆兰·汗的特殊成长环境使其在面对

“巴塔”时倾向于和谈，并且在军方的军事打击行动结束后，巴基斯坦政府

出于自己的政策偏好主导了新一轮的和谈。伊姆兰·汗是普什图人，其所

领导的正义运动党发迹于开普省，长期以来对 “阿塔”、 “巴塔”等普什图

９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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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势力持温和态度，主张通过和谈解决问题。① 伊姆兰·汗曾多次发

表希望与塔利班和谈的言论，宣称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穆沙拉夫执政时期

巴基斯坦加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做法是错误的，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

寻求与 “阿塔”政权的接触，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② 伊姆兰·汗的一贯态

度使得其与 “阿塔”关系良好。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及实现印巴和解，他也

逐渐切断了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武装势力的支持，即使印度修改了印控克

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也没有改变这一政策。③ 基于上述认知，伊姆兰·汗

政府在 “阿塔”重新执掌阿富汗政权后试图推动和谈进程，减少军事手段

的使用，同时对于 《国家行动计划》中的一系列非军事综合反恐手段继续

细化落实。伊姆兰·汗政府仍将反恐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但试图弱化军事色

彩，寻求政治和解。④为此，巴基斯坦积极参与阿富汗国内和平进程，在伊

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实现阿富汗局势的稳定。特别

是在 “阿塔”重新在阿富汗执政后，其试图通过 “阿塔”对 “巴塔”施加

压力以促进和谈。虽然巴基斯坦内部也有声音认为每次与 “巴塔”的和谈

最终都无法持久，反而使其获得了恢复力量的时间，在 “巴塔”不接受巴

基斯坦宪法的情况下与其和谈难有成果，⑤ 但是伊姆兰·汗仍决心推动和

谈。在 “阿塔”的居中斡旋下，巴基斯坦政府与 “巴塔”在阿富汗重新进

行和谈，并多次达成停火协议。

（三）夏巴兹政府逐渐转向武力反恐

２０２２年４月，伊姆兰·汗政府因国内政局变动而提前下台，随后上台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林一鸣：《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４７～４９页。

“ＯＩＣ　Ｓｕｍｍｉｔ：ＰＭ　Ｉｍｒａｎ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ｖｅｒ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ｋ／ｌａｔｅｓｔ／

９１８０４７－ｏｉｃ－ｓｕｍｍｉｔ－ｐｍ－ｉｍｒａｎ－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ｖｅｒ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Ｓｃａｐｅｇｏａｔ’：ＰＭ　Ｉｍｒａｎ　Ｓａｙ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Ｂｌａｍｅｄ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　Ｗａｒ’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Ｄａｗ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ａｗ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６４８７７７

兰江、蒋颖：《巴基斯坦调整对印控克什米尔武装势力的政策———兼论对中巴经济走廊的

影响》，第８９页。

李青燕：《巴基斯坦发布首个国家安全政策有何意味》， 《世界知识》，２０２２年第４期，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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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夏巴兹·谢里夫政府的反恐政策经历了明显的转向。伊姆兰·汗自 “阿

塔”重新上台以来推行的和谈政策实际上效果不佳，自 “阿塔”执政以来

的一年间巴基斯坦的恐袭次数及伤亡人数均快速上升，巴基斯坦境内的恐

袭数量增加了５１％，死亡人数也增加了４７％ （见表２）。

表２　阿富汗塔利班执政以来巴基斯坦境内恐袭数量及死亡人数变化

省份／区域

２０２１．８．１５～２０２２．８．１４　 ２０２０．８．１５～２０２１．８．１４ 变化率

袭击数量
（起）

死亡人数
（人）

袭击数量
（起）

死亡人数
（人）

袭击数量 死亡人数

开普省 １５６　 ２８６　 ８７　 １５１　 ７９％↑ ８９％↑

俾路支省 ７９　 １２７　 ６０　 １１３　 ３２％↑ １２％↑

旁遮普省

及伊斯兰堡
６　 １２　 ７　 １５　 １４％↓ ２０％↓

信德省 ９　 ８　 １１　 １５　 １８％↓ ４７％↓

巴控克什

米尔地区
０ ０ ０ ０ － －

合计 ２５０　 ４３３　 １６５　 ２９４　 ５１％↑ ４７％↑

　 　资料来源：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ｍｉｒ　Ｒａｎａ　ｅｔ　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ＰＩＰ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５，Ｐ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ＩＰＳ），ｐ．２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ａｋｐｉｐｓ．ｃｏｍ／ｗｅｂ／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２／１０／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然而夏巴兹政府并没有从恐袭数量增加的现象中识别出恐袭威胁上升

的信号，而是出于国内局势和对于国家利益认知的考虑，继续推动和谈。

从国内局势来看，其上台后国内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断。伊姆兰·汗持续发

动大规模抗议并在省议会和国民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使夏巴兹

政府面临巨大压力。２０２２年９月以来，巴基斯坦又遭遇了近十年来最严重

的洪灾。抗击洪灾和应对伊姆兰·汗的抗议成为夏巴兹政府执政初期的优

先事项，难以在反恐议题上有所作为。从夏巴兹政府的认知来看，其与纳

瓦兹·谢里夫政府观点相近，同样视发展经济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因此继续顺应伊姆兰·汗时期的和谈政策成为夏巴兹政府的最佳选择。

２０２２年８月以来巴基斯坦的恐情快速恶化，发出了恐袭威胁上升的明

确信号，这迫使夏巴兹政府放弃和谈政策。同时，“巴塔”高级领导人遇害

也导致和谈遭受重大挫折。２０２２年８月巴塔高级领导人奥马尔·哈立德·

霍拉萨尼 （Ｏｍａｒ　Ｋｈａｌｉｄ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ｉ）在阿富汗遇袭死亡，一些 “巴塔”领

导人要求恢复恐袭以进行复仇，并指责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履行和谈承诺。

由于 “巴塔”坚持不肯放弃将原联邦直辖部落地区从开普省中重新分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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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谈判也陷入僵局，最终 “巴塔”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８日宣布停止停

火，并重新开始发动恐袭。巴基斯坦境内恐袭次数迅速增加，恐情恶化发

出了应当加强武力打击的明确信号，夏巴兹政府也面临着越发具有约束性

的外部环境。因此，虽然面临着洪灾和经济困难等一系列难题，夏巴兹·

谢里夫仍被迫于１２月２６日表示将重新开始严肃的国内反恐行动。① 特别是

２０２３年１月３０日，巴基斯坦白沙瓦警察大院中的清真寺遭到自杀式炸弹袭

击，造成８４人死亡，２００人受伤。② 此次袭击再次对巴基斯坦国内造成巨

大冲击，恐情紧迫的信号清晰地展现在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及军政各方面前。

然而近期巴基斯坦经济危机愈发严重，外汇储备严重不足，通货膨胀飙升，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斗争也轮番升级。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贷款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债务违约以及应对政治乱局成为夏巴兹政府的当务

之急，在这两件大事解决之前其恐将无心也无力对恐怖主义组织进行大规

模武力打击。

结　语

美国的压力和恐袭威胁是巴基斯坦调整反恐政策中武力使用的主要外

部刺激因素。巴基斯坦内部则根据军政双方对于国家安全首要威胁的认知

和各自的特殊考虑而有各自的政策偏好。当军政双方偏好不一致时，双方

政治地位的高低则成为反恐政策的决定因素。外部刺激因素的作用随着时

间而消长变化。美国因素是 “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初迫使巴基斯坦开始反恐

战争的根本原因，约束性的国际环境限制了巴基斯坦国内反对参加反恐战

争的各支力量的作用。但是自２００９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逐渐从阿

富汗抽身，美国因素的影响逐渐降低，恐情本身的严重程度则成为主要的

外部刺激因素。

巴基斯坦的反恐政策也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中

巴共同的重大利益，恐怖主义威胁是其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但是巴基斯

２６

①

②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ｒｆａｎ　Ｍｕｇｈ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ｓｏｏｒ　Ｍａｌｉｋ，“Ｓｈｅｈｂａｚ　Ｒｅｎｅｗ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Ｃｒｕｓｈ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ｅｎａｃｅ，”Ｄａｗ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７，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ａｗ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７２８５０４／ｓｈｅｈｂａｚ－ｒｅｎｅｗｓ－

ｐｌｅｄｇｅ－ｔｏ－ｃｒｕｓｈ－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ｍｅｎａｃｅ
“Ｄｅａｔｈ　Ｔｏｌｌ　ｏｆ　Ｐｅｓｈａｗａｒ　Ｍｏｓｑｕｅ　Ｂｌａｓｔ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ｄｏｗｎ　ｔｏ　８４：Ｐｏｌｉｃｅ，”Ｄａｗ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ａｗ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７３５２８８



　 浅析 “９·１１”事件以来巴基斯坦反恐政策中武力打击与和谈的交替

坦反恐行动终究要依靠巴基斯坦自身的努力，中国不可能越俎代庖替代巴

基斯坦政府进行巴基斯坦社会治理。而巴基斯坦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外

部重大安全威胁、领土纠纷、极端主义泛滥、政局动荡、国家认同不足、

地域矛盾、自然灾害严重等一系列长期性和系统性问题，短时间内巴基斯

坦国内安全形势难有根本性改善，这就造成中国在应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恐袭威胁时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多投入资源进行预防，则建设项目将面

临重大的安全风险，但深度介入巴基斯坦局势则会导致战略负担加重，并

且可能引发巴基斯坦本土反政府势力的关注和袭击，同时对中国的国际形

象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实现国内的政治和解以及经济社

会治理从而更好地保障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发展，是中巴两国共同面临的

难题。近年来，以俾路支解放军 （ＢＬＡ）为首的恐怖主义组织已经将袭击

的目光转向中方项目和人员，希望通过打击中方目标来实现打击巴基斯坦

政府和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目的。虽然巴基斯坦整体的安全局势在好转，

但是２０１８年以来俾路支民族分裂势力针对中国公民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的恐

袭却显著增加。① 面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风险，巴基斯坦政府加强了对于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人员和项目工地的保护力度。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一些

恐怖主义组织将目光投向在巴经商和进行文化交流等活动、不直接参与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中国人。２０２２年４月，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中方教师的

通勤班车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三名中方教师死亡，这一事件给我们

敲响警钟。②随着疫情的结束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步入以产业合作为主的

第二阶段，两国间的各方面交流势必日渐增多，如何保护好分散在巴基斯

坦各地的中国公民是中巴两国亟待解决的另一难题。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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